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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建构主义与灾害治理：
一项自然灾害的社会学研究
　
周利敏

摘　要：社会建构主义为灾害社会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范式转移”及“反省机制”，它主
要有两个重要面向、六个基本维度和八个基本命题，建构要素包括建构主体、建构规则和

建构话语三个维度，建构逻辑包括建构过程、建构表现和建构结果三个维度，前一面向是

在论述灾害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后一面向则是基本分析框架，由此引发了“离灾”、非结构

式减灾、风险治理、媒体责任、“隐性灾民”及不公平结构根源等重要治理启示。这一理论

取向具有动态研究、从自然外部拉回社会内部、从悲观受害者向积极行动者转变等理论优

势，但同时也存在着完整分析框架缺乏、实证研究困难、互构过程模糊、理论机制与逻辑关

系不明、化约为权力与政治运作逻辑及对科技滥用意识形态批判等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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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全球气候诡谲多变，气象灾害、生态灾害、社会灾害及自然灾害不时发生，人

们似乎步入“风险社会”或“灾害社会”年代，学界需要反思、调整和修正灾害研究理念、视

角与方法加以应对，“社会建构主义”这一具有“自我反思性”特征的新范式因此逐渐兴起

并成为学术主流。大致说来，目前灾害社会科学可以分为两种形态，第一种是特定灾害研

究取向（ｈａｚａｒｄ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ｐｐｒｏａｃｈ），这是传统的研究形态，主要根据灾害本质不同而研究

特定的应对策略；第二种是普遍灾害研究取向（ａｌｌｈａｚａｒｄａｐｐｒｏａｃｈ），主要针对不同本质

的灾害而发展相同的因应程序。近年来，灾害研究逐渐从特定取向迈向普遍取向，呈现学

科交叉和视角多元趋势。基于此，本文试图回答几方面问题：第一，如何清晰呈现社会建

构主义理论框架及基本内涵，使之不至于流于“我思故我在”的思辨形式？第二，如何将社

会脆弱性、非结构式减灾、灾害风险、集体行动和灾害话语等前沿议题整合进建构主义分

析框架，使之从单一性研究迈向整合性研究？第三，如何搭建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和传

媒学等学科之间的对话平台，进而对灾害进行全面与深入的分析？第四，这一理论取向对

灾害治理有何启示？第五，它有哪些优势，又存在哪些局限，如何正确认识其解释力和界

定适应范围？

一、“回笼效应”破解与建构主义兴起

近代社会以来世界范围内重特大灾害频频发生，引起政府、学界和社会各界强烈担忧

和高度关注。在１９０８年到２００８年一百年间死亡人数最多的世界十大重大灾害中，我国

就占了将近一半（Ｕｄｏｍｒａｔｎ，２００８：４４１４４４），如１９２０年北方大旱、１９２０年甘肃海原地震、

１９２８－１９２９年陕西大旱、１９４３年广东大旱和１９７６年唐山大地震等。进入２１世纪以来，

几乎每年都遭受重大灾害的侵袭，如２００８年南方冰雪灾害、２００８年汶川大地震、２０１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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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玉树地震、２０１０年甘肃舟曲泥石流、２０１１年上海 “海葵”台风、２０１１年北京暴雨、２０１３年雅安地震、

２０１３年台风“海燕”及２０１４年云南鲁甸地震，灾害似乎逐渐变成人类生活的常态，这些看似“完全自然”

的灾害实际上包含了许多人为因素。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人祸诱发天灾，天灾加剧人祸”的说法，二者常

常相互转换甚至激化，１５５６年发生数十万居民丧生的陕西大地震导致“饥民遍野，饿殍塞途”，最后集结

为流寇揭竿起义，明朝政府也因此走向穷途末路。１９７０年孟加拉遭受台风侵袭，死亡人数多达２０万，

促使该地区脱离巴基斯坦统治而宣告独立。１９８０年意大利南部的一次大地震使全国经济萧条，从而导

致了政府垮台。社会学家贝克（Ｂｅｃｋ）指出如果不重视灾害被人类社会建构的现实，不仅会造成大自然

反扑，而且还会产生“回笼效应”（ｂｏｏｍｅｒａ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Ｂｅｃｋ，１９９２）、陷入“重建－破坏”的无限循环及无法

走出“灾害社会魔咒”，最终令建构一方身陷其中而付出惨重代价。

１９６３年，美国学者夸兰泰利（Ｅ．Ｑｕａｒａｎｔｅｌｌｉ）、哈斯（Ｊ．Ｅ．Ｈａｓｓ）和戴恩斯（Ｒ．Ｄｙｎｅｓ）等在俄亥俄州

立大学创建了“灾害研究中心”（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简称ＤＲＣ），被称为灾害社会科学研究的“苗

圃”（ｓｅｅｄｂｅｄ）。１９７６年，美国学者怀特（Ｆ．Ｇ．Ｗｈｉｔｅ）和哈斯（Ｊ．Ｅ．Ｈａａｓ）在科罗拉多大学创立了“自然

风险研究与应用中心”（ＮａｔｕｒａｌＨａｚａｒｄ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在这两个中心的带动下，

灾害社会学取得了长足发展，主要形成了三种理论取向：

首先是功能主义（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ａｐｐｒｏａｃｈ）取向，它主要是将社会学主流理论与灾害研究进行对话，

认为社会和社区都是重要的社会系统并担负着重要的社会功能，但经常会因为天然或人为科技灾害中

断或瓦解（Ｂｏｌｉｎ，１９９８：２７２），其主要理论视角有“结构功能主义”（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社会资本”

（ｓｏｃｉ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社会支持”（ｓｏｃｉ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社会过程模式”（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ｍｏｄｅｌ）、“社会生态

学”（Ｓｏｃｉ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ｙ）及“符号互动论”（ｓｙｍｂｏｌｉｃ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等（Ｔｉｅｒｎｅｙ，２００７：５０３５２５），灾害人类学

研究也属于这一范畴，这一取向是早期研究的重点，直到今天，在灾害社会科学尤其在防灾、备灾及灾害

应变等领域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其次是社会脆弱性分析（ｓｏｃｉａｌ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通过将自然科学领域中的脆弱性概念引进

社会科学领域而与前一理论取向有明显差异。它与自然脆弱性也存在明显差异，前者认为“脆弱性源于

人类自身”，致力于探讨社会经济、社会阶层和社会地位对受灾风险分布及灾害冲击的重要影响，后者认

为“脆弱性源于自然结果”，立足于自然科学及工程技术角度。社会脆弱性主要有五种分析视角，即风

险—灾害模型（ｒｉｓｋｈａｚａｒｄ）、政治—经济型、压力—释放模型（ｐｒｅｓｕｒｅａｎｄｒｅｌｅａｓｅ）或压力—状态—释放

模型（ｐｒｅｓｕｒｅｓｔａｔ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整合型和恢复力分析模型（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主要探讨灾害风险形成的社会因

素或从单一灾害结果寻找多种社会因素，这一理论取向是当前研究的热点和重点，主要在灾害冲击预

测、评估民众如何适应及加强能力应对风险威胁等领域具有广泛的适应性。

最后是社会建构主义取向（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ｉｏｎｉｓｍ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它逐渐成为灾

害社会科学领域最受学界关注的新范式，试图克服前两种取向的研究局限并同时整合其优势。建构主

义有六种不同类型即社会文化认知观（ｓｏｃｉ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激进建构主义（ｒａｄ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

ｉｓｍ）、社会建构主义（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ｍ）、控制论系统（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ｓｙｓｔｅｍ）和信息加工建构主义（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ｍ）。灾害社会建构主义则主要有五种视角：一是风险社会建构论，

又分为三大学说，“反思现代性学说”在本体论上将风险分为主观与客观两种形态，着重探讨二者的相互

关系及建构意涵。“文化象征学说”并不否认风险客体存在的事实，但更强调主观风险和风险意识是由

社会建构的。“统治形态学说”将风险看成是由意识形态、权利关系、国家、社会及象征意义建构而成的

认知问题。二是社会定义论，埃里克森认为灾害发生原因和损失都是“被社会定义的”（Ｅｒｉｋｓｏｎ，１９７６）。

三是社会互动论，布里顿认为灾害是社会的产物，灾害存在与否依赖于人类自身活动与自然世界的互动

关系（Ｂｒｉｔｔｏｎ，１９８６：２５４２７１）。四是媒体建构论，汉森指出在建构社会大众对灾害认知上媒体扮演了极其

重要的角色（Ｈａｎｓｅｎ，１９９１：４４３４５），基维库鲁探讨了媒体制码者建构了哪些意像与意涵，而解码者又是如

何拆解符码意义（Ｋｉｖｉｋｕｒｕ，２００６：４９９５２０）。五是灾害社会调查文化主位建构主义（Ｃｕｌｔｕｒｅｅｍｉｃ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ｔｉｖｉｓｍ），它认为研究者本身也参与了灾害事实的社会建构过程，主张在社会调查中从被研究对象即文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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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主位视角出发，着重了解灾民的经历、感受、思想和话语，解构权力中心主义、精英主义和主体性事件

的灾害调查立场。社会建构主义取向适合公共风险研究、灾害形成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及灾害与社

会互动关系等一般性研究等。

如果说灾害社会学研究焦点是考察灾害与社会的互动关系，那么社会建构主义应成为最不可或缺

的视角。灾害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人”的存在，例如火星经常发生异常活动，但与人类无关而不存在灾害

一说。在一个无人岛上出现火山爆发、飓风侵袭、严重地震和海啸等现象，也只能被看成是剧烈的环境

变化而不是灾害事件。人类建构了社会，也建构了灾害，翰威特因此指出如果不对社会或社会一部分造

成影响，就不能算是灾害（Ｈｅｗｉｔｔ，１９８３：３０４）。对于灾害研究来说，如果不将社会纳入其中，那么极有可能

复制从前观点而错误地看待灾害。吊诡的是查阅中国期刊网专门从建构主义视角对灾害进行深入研究

的论文还未曾见过，只有一些散落在其他主题中（如风险）的零星研究，大多停留在思辨状态，似是而非，

与实际内涵相去甚远。由于研究视角独特性、适应范围宽广性和解释力强大，建构主义在其它领域得到了

广泛重视和应用，如教育学、政治学、哲学和心理学等领域，灾害社会学迫切需要加强这方面研究。

二、理论框架与基本内涵

社会建构主义理论框架有两个重要面向和六个基本维度，基本要素面向包括原因建构、话语建构和

观点建构三个要素，这是在论述灾害与社会的互动意涵，建构逻辑面向包括过程建构、表现建构与结果

建构等三个部分，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建构过程（如图１）。

图１　社会建构主义理论框架图

（一）灾害原因建构：人类社会本体论

当人们在侵蚀的山坡上大兴土木或在地震带盖房屋时灾害种子就此埋下，不当开发、环境破坏和灾

害风险不公平分配等因素是灾害形成的重要原因，“出乎意料”之外的灾害背后隐藏着人类社会的影子。

怀特因此认为自然灾害的发生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它来源于人类社会系统本身的脆弱性或者社会系

统自身的弱化（Ｗｈｉｔｅ，１９７４）。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看似自然形成的灾害实

际上包含着复杂的社会阶级、权力关系和社会结构等因素（Ｏｒｔｎｅｒ，１９８４：１３８１４２）。斯托林斯因此强调所

有灾害都是社会性的，它是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因素建构而成并非只有物理性因素，灾害冲击会使社会

结构混乱或者使社会原有全部或部分功能丧失，它对人类社会体系的冲击和社会秩序的干扰则成为研究

焦点（Ｓｔａｌｌｉｎｇｓ，１９９８：１３６）。因此，灾害研究应以人类社会为主体，对灾害发生地区社会群体历史脉络、社会背

景及文化现象等层面进行深入研究，才能把握灾害发生的真正原因和内在本质。

（二）灾害话语建构：人类符号表征论

灾害话语体系是经历者、聆听者和传播者共同建构的结果，它是符号表征、话语结构、价值取向与想

象图景共同缔造的产物。首先，有关灾害的多种“恐惧隐喻”是人们不断接受灾害话语，不断被固化和自

我规训的结果。在“恐惧隐喻”中，人类被置于恐惧和被伤害的主体位置，尽管使用“防灾”、“抗灾”和“减

灾”等主动性字眼，但并不能改变被建构的事实。其次，无论是亲历的还是转述的都是对“灾害事实”的

再呈现，是当事人对“事实”加工后形成的灾害图像，也是各种不同视角和发声位置建构的事实，它建构

了灾害发生后会有抢夺（ｌｏｏｔｉｎｇ）、社会解组（ｓｏｃｉａｌｄｉｓ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和越轨行为等“灾害迷思”（Ｗｅｎｇｅｒ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１９８６：２７５０）。最后，话语论述带来的“山崩地裂”和“家毁人亡”是一种“灾害事实”呈现，“震撼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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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振奋精神”及“英雄叙事”则是另一种呈现，前者是负向的社会建构，后者是正向的社会建构。

（三）灾害观点建构：利益集团界定论

究竟是谁制造了灾害观点，又是谁要承受灾害后果？斯托林斯指出地震强度、威胁、冲击和管理策

略是由政府、慈善团体、资本家、工程师、地理学家、地震专家、技术官僚和私部门混合在一起的利益集团

共同决定的，灾害问题是否与如何纳入公共议程及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方式都是他们决定的，这些人有组

织、有意识地通过媒体报道和观点论述（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形塑了灾害事件，这一过程被称为“地震制造”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Ｓｔａｌｌｉｎｇｓ，２００２：２８１３０６）。社会建构主义认为有关灾害的看法不在于客观真

理性，而在于任何观点如果出自或通过专家和政府系统就成为主观建构的现实。同时，由于灾害摧毁了

既有的制度安排与陈旧的社会建设，留下了一张全新的“发展白纸”，可以任由利益集团“图
!

绘画”，他

们借此机会制定和主导了灾后重建规则。因此，灾害研究不只是揭露客观发生的灾害事实，也不仅反映

灾害造成的重大社会冲击，更要强调复杂的权力关系、行政组织、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嵌入其中。

（四）灾害过程建构：自然社会互构论

灾害的发生导致了社会变迁，社会变迁又增加了环境脆弱性，当二者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时就会对

道德、经济和传统观念形成重大冲击。亚历山大因此指出灾害不仅是一种偶然事件，更是一种“动态社

会的结果”（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１９９３）。一直以来，人类生存空间与行为并不完全被自然环境所主宰，两者之间一

直维持着多元、持续及互动的过程，只是人类不断危及和破坏这种关系（Ｉｎｇｏｌｄ，１９９２：３９５５），克累普斯因

此指出人类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Ｋｒｅｐｓ，１９９８）。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过度干预反而降低了适应

环境的能力，干预越多环境破坏就越严重，人类适应环境的能力会随之下降。现在人们已经不太担心自

然会对社会怎么样，反而担心社会对自然做了什么。此外，灾害观点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在每一次与

社会的互动过程中不断地被重塑、改变和替代。灾害社会建构过程论使人们诠释和认识灾害的方式得

到很大改变，即灾害不是静态存在的客观事实，而是一种动态的社会过程，灾害背后隐藏的复杂社会关

系被进一步凸显出来。

（五）灾害表现建构：重要议题呈现论

建构主义认为灾害是社会系统应对极端事件失败的“正常”表现，社会脆弱性、非结构式减灾、灾害

风险、集体行动、媒体话语、灾害概念和灾害认知等都是社会建构议题的具体表现。以社会脆弱性为例，

它将灾害看成是社会因素造成的脆弱性与危害暴露程度（ｅｘｐｏｓｕｒｅ）互动的结果，它不仅关注灾害本身

特点，更强调脆弱性在灾害发生前已被既存的社会因素或社会特质所建构，这些特质包括性别、职业、阶

级、族群、移民身份、信仰、习俗、房屋质量、保险能力、获取资源渠道、贫穷、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等，灾害

不过是将这些隐性特质显性化而已。灾害风险也是人类与自然共构的结果，由于不同社会群体、个体与

自然关系并非独立于社会，经常受到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这使得自然作为一种机会或风险往往以一种

不公平方式分配。社会风险因素既包括不同的政治经济因素，也包括人类不当开发和环境破坏等因素，

这些可称为“风险扩大器”（ｒｉｓｋａｍｐｌｉｆｉｅｒ）。

（六）灾害后果建构：权力阶层共谋论

建构主义认为灾害是统治精英维持政治和经济秩序危机的结果。首先，权力阶层形塑了灾害。“天

灾”的产生是权、势、财、技等不同硬实力建构而成的，他们将自己制造的危机转化为某种灾害风险，弱势

群体则被简化、被迫接受了等待救援、无助且被动的“灾民”形象。其次，灾害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意味着

生命和财产的严重损失，对于资本主义利益集团而言则是掠夺的难得好机遇，克莱因指出他们趁机利用

社会治疗集体创伤时机推行解除管制、扩张资本、刺激市场、推广私有化和扩大占有率等措施（Ｋｌｅｉｎ，

２００７）而大发灾难财，可称之为“灾难资本主义”（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这是全球结构性灾难产生的根源。

最后，权力阶层通过“共犯结构”、“有组织不负责任”（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ｉ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和“共谋”推卸了灾害后

果。一些政府打着“人定胜天”的口号，无视自然规律和环境保护，在灾害潜在区强行推行开发政策。同

时，一个开发方案如果盖上百个章就表示责任相对递减，由此所带来的社会成本和社会后果则由全体民

众承担，民众被动卷入权力阶层精心构建的“共犯结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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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理论框架核心是将自然灾害视为社会建构的产物而不仅是客观事实，灾害风险来自社会薄弱

环节，真正意义上的“自然灾害”是不存在的，它主要有八个基本研究命题：

命题１：“灾害观点建构命题”，灾害发生原因、产生后果和减灾手段是有组织、有意识的“观点制造”

（ｃｌａｉｍｓｍａｋｉｎｇ）过程，灾害发生原因及受冲击大小也由此界定。

命题２：“灾害情境建构命题”，政府通过灾害信息解释、专家诠释和形象管理等方式对灾害情境进

行正向建构，政府救灾行动才有功劳可言。反之，灾民就会将矛头指向政府。

命题３：“风险不平等建构命题”，由于阶级、族群与性别等因素的存在，使得同一地区不同个人与家

庭受灾风险呈现出不平等现象。

命题４：“社会分化建构命题”，如果重建资源无法有效和公平分配，弱势群体的脆弱性会进一步提

升，灾前阶级、族群或性别等社会不平等现象在灾后将会更加恶化，社会群体会进一步分化。

命题５：“媒体灾害建构命题”，在不可预测、不确定和不连续的灾害混乱现场，媒体紧急制作出来的

“事实”是模拟、再现和拟像的，灾害真相已被诉说、被书写与被隐退。

命题６：“工业化减灾神话建构命题”，人类减灾能力与工业化并不是同步发展的，工业化程度越高，

减灾能力未必越强，任何工业化弥补不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过度工业化促使了“自然向社会反扑”现象

越来越多。

命题７：“结构式减灾绝对有效性建构命题”，如果过分强调自然科学减灾，忽视社会结构性因素及

不与“处于危险中”的社会进行合作，减灾效果不仅不明显，而且使用得越多损失越大。

命题８：“灾害后果共担机制建构命题”，利益集团在灾害发生过程中对社会经济发展进行精心策划

和隐性掠夺，利用法律和科学等作为辩护利器，以分散权力阶层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

三、应用表现及实例诠释

社会建构主义在灾害研究运用中不像哲学那样抽象，也不像某些理论外表精致但应用范围狭窄，它

能对当前灾害社会学许多重点和热点议题做出独特、全面而又极富解释力的分析，接下来尝试运用这一

理论并结合一些典型案例进行深入研究。

（一）社会脆弱性建构表现

社会脆弱性具有明显的建构特征，它是指群体、组织或国家暴露在灾害冲击下潜在的受灾因素、受

伤害程度及应对能力的大小，包括灾前潜在社会因素建构的脆弱性、灾中受害者伤害程度所反映的脆弱

性和灾后受害者应对灾害能力大小反映的脆弱性（周利敏，２０１２：２０２８），具体由三要素组成：即暴露性（ｅｘ

ｐｏｓｕｒｅ）、敏感性（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和恢复力（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张倩从牧民暴露风险和脆弱性角度对内蒙古锡林

郭勒盟荒漠草原嘎查进行了研究，但没有涉及社会脆弱性的建构内涵（张倩，２０１１：１１１９）。周利敏对社会

脆弱性范式进行了详细研究，但同样缺乏对其建构性特征进行分析（周利敏，２０１２：２０２８）。社会建构主义

不仅需要关注人类有无能力处理灾害事件的能力，而且强调人类社会如何建构及解构脆弱性（如图２）。

图２　社会脆弱性中的建构主义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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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发现社会脆弱性指标中最被人们认同的是年龄、性别、种族、教育、社会地位及经济收入等

（Ｃｕｔｔｅｒ，Ｂｏｆｕｆｆ＆Ｓｈｉｒｌｅｙ，２００３：２４２２６１；如表１）。根据命题３，女性脆弱性较高，这是由于其经济收入和社

会地位偏低所导致。在汶川地震灾害救助过程中，一些村民根据所谓的“常规”即外地媳妇如果没有本

村户口，就没有“资格”参与救助物资的发放，这使得原本就脆弱的妇女在灾后更加脆弱。在阶级观较强

的国家，阶级低的族群相对脆弱，而且不同族群之间的风险也具有明显差异。在芝加哥热浪中，黑人社

区死亡率是芝加哥市平均死亡率的５倍，而拉美社区死亡率仅是芝加哥市平均死亡率一半左右（Ｋｌｉｎｅｎ

ｂｅｒｇ，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卡特丽娜飓风对世界上最富裕国家中的最贫穷和最弱势群体造成了巨大影响，低九

区和欲望／佛罗里达社区是最贫穷和最弱势的两个街区，它们被彻底摧毁。而且，灾后少数族群如非法

移民不仅需要面对生命财产损失，还需要处理身份问题，结果造成失业率与迁出比率偏高，卡特还发现

非英语系民众可能因为沟通问题而无法正确应变或无法及时获取灾害信息（Ｃｕｔｔｅｒ，１９９６：５２５５３６）。

表１　社会脆弱性因子指标描述及建构性意涵

概　念 描述或解释 脆弱度较高的族群

社会经济地位（收入、
政治权力、声望）

保险理赔、社会安全网络及授权的计划可提高社区居民应对灾害冲
击的能力，并加快复原速度

低社会经济地位

性别
女性较男性难以从灾害中复原，因为在特定行业工作、较低的收入
以及负担较多的家庭照护责任等

女性

种族与人种 种族歧视加强了文化和语言障碍并影响灾前资金捐助 非社会主流族群

年龄
如幼儿遭受灾害冲击，父母必须花费更多时间和金钱来照顾，而老
年人因为行动不便，必须花更多时间照顾，因此缺乏恢复力

老年人、小孩

工、商业发展
工业与商业建筑的质量、密度与价值是社区财富的表征，他们在灾
后也需要较长的时间来复原

高密度、高价值

雇工流失 潜在的雇工流失使社区失业率恶化，需要较长时间恢复 雇工流失

都市或郊区
郊区居民由于收入较低或从事土地性生产而有较高的脆弱性，城市
因为高密度建筑使得民众撤离更加困难

都市、郊区

居住房屋的结构
房屋的质量、密度与价值会影响灾后恢复能力，例如海岸边的房屋
必须要花很多的钱才能重建，流动房屋很容易被摧毁

流动房屋

基础建设和救生网络
（ｌｉｆｅｌｉｎｅ）

下水道、桥梁、供水、通讯和交通等设施如果被破坏会增加灾害损
失，有些社区因为基础建设的破坏而无法重建

广阔的基础建设

租客
租客较房东没有足够的资金援助，极端的例子是当所租房屋变得危
险或太贵时，租客根本没有其他避难场所可供选择

租屋者

职业
依赖土地生产的农民或渔民比较容易受到灾害的影响，自耕农或自
耕渔民可能因此失去生计而转向低收入的服务业（例如：家管、保姆
和园丁等）

劳工或办公室员工、
服务部门员工

家庭成员结构
家庭中如果有较多抚养的人口，或者是单亲家庭，必须花费更多时
间照顾家庭成员，因此灾害复原力较低

高出生率、大家庭、
单亲家庭

教育
高教育程度者即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可以得到较多的防灾信
息，低教育程度者较难获得灾害信息及灾害恢复的救济资源

低教育程度者

人口成长
人口快速增长地区缺乏足够优质的住宅，而且社会服务网络不能实
时针对快速增长的人口作调整，新移入者因为语言不熟悉而难以获
得和当地官员沟通机会，因此得到救助资源的机会也较少

人口快速成长地区

医疗服务 内科医生、居家护理、医院密度高可以帮助灾区快速复原 低密度的医疗

社会依赖的人口
完全依赖社会服务的民众，早已是在经济和社会层面被边缘化的
人，他们在灾难来临之前需要更多的援助

高社会依赖

有特殊需求的人口
无家可归的人、老年体弱者等难以通过统计定义的人口，常在灾害
中受到严重伤害，也是灾害复原中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群人

大量有的特殊需求
的人口

根据表１和命题４，社会脆弱性高的群体具有几个明显特征：第一，多为居于危险区域的人口（ｌｉｖ

ｉｎｇｉｎｐｌａｃｅｓａｔｒｉｓｋ）；第二，多为被社会剥夺者（ｓｏｃｉａｌｌｙｄｅｐｒｉｖｅｄ）；第三，多为缺乏获取信息能力及缺乏

参与决策机会等，这表明了社会等级决定了人们承受风险冲击能力的差异。１９９８年，米奇飓风席卷了

·９２·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６８卷 第２期

洪都拉斯，最贫穷家庭在暴风雨中丧失了约１／３的财产，最富裕家庭仅损失了７％的资产。１９９８年孟加

拉国遇到了百年难遇的洪灾，洪水消退１５个月后发现４０％最贫穷家庭债务平均达到了家庭月开支的

１５０％，这是洪水前的两倍。在２０１３年强台风“海燕”中，由于菲律宾国内贫富差距过大、贫民住所多为

简易木房及人口激增等因素，使得受灾地区社会脆弱性不断增加。此外，预警与撤离等预防系统的差异

也使得豪宅比贫民窟能更好掌握自我保护与逃难的能力（Ｃｕｔｔｅｒ，２００３：１１２）。

（二）非结构式减灾建构表现

在减灾领域中一直重视的是结构式减灾（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它强调依赖人类工程技术发展过

程及严格执行防灾技术标准，这些年来这一减灾效果不仅不明显，灾害损失反而有日益增加的趋势，结

构式减灾迷思与神话正在被逐步打破。根据命题７，非结构式减灾（ｎ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才被认为

是降低未来天然灾害损失的有效手段（Ｋｕｎｄｚｅｗｉｃｚ，２００２：３１３），已成为西方减灾领域的前沿议题，它将减

灾视为人们主观意志建构出来的“客观现实”，致力于探究导致灾害产生和变化的那些非自然和非工程

技术的社会建构性因素（如图３）。

图３　非结构式减灾的社会建构主义意涵

非结构式减灾反映了从自然属性向社会属性、从技术决定论到社会建构论的重大转变：首先，它坚

持以“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作为基本理念，认为目前科学技术无法阻止天然灾害的发生，而且还具有延

迟发生时间、道德风险、破坏生态环境和对抗思维等局限（Ｂｕｒｂｙ，１９９８：２９５６）。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修建的黄

河三门峡水库由于对水沙运动规律缺乏认识，忽视了河道输沙输水的自然特性，建成后不久就出现库区

严重的淤积现象，直接对上游渭河和西安等城市的防洪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与此相反的案例是２０１４年

８月３日，在云南鲁甸县地震灾害中，震中龙头山老街所有建筑几乎全部变成了废墟，只有修建于１９４９

年的龙头山供销社三层木楼巍然屹立，当时睡在底楼的两个小孩因此躲过一劫。其次，根据命题６，水

泥建筑和科技文明使普通民众产生了错误的安全感，事实上堤防建得越高代表的风险就越大，可称为

“堤防效应”（ｌｅｖｅｅｅｆｆｅｃｔ）（Ｔｏｂｉｎ＆ Ｍｏｎｔｚ，１９９７：３８８）。人类建造的大堤与大坝究竟是一座丰碑还是墓碑，

这是悬在人们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１９７５年８月８日一场大暴雨导致河南板桥水库崩溃，随即

如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引发了豫南地区石漫滩水库和宿鸭湖水库等６０座水库接连溃坝，损失惨重，死

亡数字至今不明。２００５年８月，新奥尔良卡特丽娜飓风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飓风伤亡，这是因为结

构式防洪减灾措施完全被摧毁，１，５００多人失去了生命，２０万所房屋被摧毁或破坏，７８万人流离失所。

最后，现代化侵占了原本属于大自然的生态空间，出现了“人与林争地”、“人与河争道”及“人与海对抗”

等现象，“人造土石流”、“人造山崩”、“人造坍方”、“人造水灾”和“人造火灾”等一系列灾害因此产生，人

类才是自己最大的敌人，非结构式减灾因此特别强调管人比管灾更为重要。

（三）灾害风险建构表现

建构主义认为风险是意义、逻辑和信念建构而成的产物，而不仅仅是一种外在事实。蒂尔尼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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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客体”（ｒｉｓｋｏｂｊｅｃｔｓ）概念（Ｔｉｅｒｎｅｙ，１９９９），认为它是文化、组织和权力建构的产物。建构主义并不否

认危险源的客观存在且没有任何特定价值取向，但是人们对风险的感知过程受社会因素影响，它们共同

作用于危险源，并通过复杂的社会过程影响风险感知和风险评估。卡斯珀森等人发现媒体报道风险信

息方式影响了公共风险感知（Ｋａｓｐｅｒｓｏｎ，１９８８：３２），导致了风险放大或风险扭曲（ｒｉｓｋ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情形出

现。在现代社会中，风险结构从自然风险主导逐渐转变为人为不确定性风险主导。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１日

北京遭遇历史上极为罕见的暴雨灾害，造成了７９人死亡和巨大的经济损失，如果暴雨能够顺利进入地

下排水管道或者被湖泊和土壤所吸收，这一灾害风险或许就能避免。风险扭曲分为风险放大（ｒｉｓｋａｍ

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和风险过滤（ｒｉｓｋ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两种类型，前者通过社会建构后风险被进一步放大，后者是错误

认识风险产生、低估风险程度及感知部分风险（如图４）。

图４　灾害风险社会建构意涵

利益集团往往利用风险过滤和风险扭曲机制达到政治目的及获取经济利益，从而导致“天灾人祸

化”及“人造天灾”现象频频出现。戴维斯认为美国加州马里布（Ｍａｌｉｂｕ）火灾看似天灾，实际上却是人为

制造结果（Ｄａｖｉｓ，１９９８），加州政府不顾自然生态、忽视气候模式、缺乏法制规范及错误开发等，使得这一地

区灾害风险不断增加。１９７５年河南板桥水库工程是大跃进时代粗制滥造的产物，由于工程质量粗劣及

日常疏于维护，当洪水爆发时，１７个泄洪闸只有５座能正常开启，水库管理人员在没有得到上级命令的

情况下，不敢大量排水泄洪，加快了板桥水库水位暴涨速度，灾害风险被无限放大。根据命题８，一些地

方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下，通过“风险过滤”机制制造了“乐观暴力”，即高估效益和低估风险，

在灾害潜在区域进行高密度、高强度和高风险开发，投资者也以“科技万能”和“配合政府发展经济”口号

俘虏了民众，绑架了政府，肆意在“不可建而建”地区投资、开发和运营，民众则被迫卷入“不可居而居”的

境地。２０１０年７月９日湖南省龙山县桂唐镇特大洪水灾害发生原因是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经济发展和

加强城镇化建设，根本就没有考虑防灾减灾事情，在商品房开发与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吞并河道，新修的

公路不仅缺乏排水涵道，还远远高出街道路面。

（四）灾害情境建构表现

重大灾害发生后，不但会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严重财产损失和建筑物受损等直接损失外，还会造成既

有社会秩序和社会规范中断等间接损失，灾民希望通过搜寻、整理和诠释信息来稳定情绪，灾区内的集体

行动因此形成，这一行动分成三个阶段，即搜索信息、定义情境和咎责阶段，其中定义情境阶段分为骚动

（ｍｉｌｌｉｎｇ）、定调（ｋｅｙｎｏｔｉｎｇ）及紧急规范（ｅｍｅｒｇｅｎｔｎｏｒｍｓ）形塑等过程（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１９９２：３７１３６）。根据命题２，在

定义情境过程中政府需要通过积极的情境建构以避免灾民抗争性集体行动的出现，同时专家与学者也需

要重视灾害情境定义，利用其特殊的社会身份对民众灾害认知产生明显的引导作用，一些强势观点逐渐完

善而成为支配性情境定义，引导灾区产生临时规范以克服常态规范失效引发的社会失范，一些弱势观点则

被淘汰。如果疏忽情境定义的情况就会出现灾民寻找责任主体的集体行动即咎责行动，导致“天灾”向“人

祸”情境定义转变，灾民就会对政府所代表的人为系统进行强烈谴责以宣泄负面情绪（如图５）。

在１９９５年芝加哥热浪中，官方调查结论是一些关键的自然因素罕见地聚合在一起导致了气象事故

（Ｋｌｉｎｅｎｂｅｒｇ，２００２：１５１６），它被定义为一场意外的自然灾害，一场超越了公共机构和人为因素所能控制的

灾害。２０１０年云南出现百年一遇的“秋冬春连旱”，一些地方官员认为是“天灾”所致，也有民众和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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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灾害情境定义的社会建构过程

认为是“人祸”造成，是人为因素使云南一带土地失去了绿色植被覆盖和保护。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５日甘肃

省天水市秦安县突降暴雨发生山洪灾害，造成一辆中巴车１３人死亡６人受伤，地方政府定义为泥石流

这一自然因素造成的，死者家属和社会大众则质疑为“人祸”因素，称只需一块警示牌就能避免惨祸发

生。政府一般会建构积极的和正向的情境定义，将灾害责任导向“天灾”和转移给“无声的自然”，以达到

维护政府决策正当性、组织利益和政治权威的目的。

（五）媒体灾害报道建构表现

蒂尔尼认为人为开发因素、知识宣称及定义是灾害形成的主要原因（Ｔｉｅｒｎｅｙ，２００７：５０３５２５），根据命题

５，大众媒体在灾害知识宣称（如什么因素造成灾难发生）及定义上扮演着关键角色，灾害虽然是真实发

生的事件，但是人们对灾害的图像建构（ｍａｐｐｉｎｇ）与认知则受媒体再现的形塑（Ｓｉｎｇｅｒ＆Ｅｎｄｒｅｎｙ，１９９３：３）

（如图６）。美国加州火灾时有发生，尤其是旅游胜地圣塔巴巴拉县（ＳａｎｔａＢａｒｂａｒａ）等屡遭火灾侵袭，主

要是当权者灾害论述的支配性力量及相关媒体的报导方式促使了错误灾害认知形成。媒体还是各种社

会势力互相竞争支配性意义的场域，在媒介组织、媒体工作者、社会文化工作者及利益集团的形塑下，灾

害的“社会真实”（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ａｌｉｔｙ）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经过媒体再现的“灾害真实”是一连串“选择”过

程的产物，虽然保留了部分真实面向，但其他面向则被有意识地排除（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２００３：３２０）。２０１１年８月

艾琳飓风袭击了美国东部地区，新闻媒体的大幅报导引起全球瞩目，然而当艾琳到达纽约并减弱为轻度

台风的热带风暴时，新闻圈夸张的报导手法与抢播行为引发了外界不断的批评。媒体报道并没有反映

事实，而是过滤了想要的事实，集中报道一些他们认为是特定的议题，并让民众相信这些议题才是最重

要的（Ｂａｒｎｅ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６０４６１０）。

图６　媒体灾害报道的社会建构过程

根据图６所示和命题１，媒体并没有正确扮演灾害报道的工具性角色，而是呈现了扭曲的灾难情境

（ＰｅｒｅｚＬｕｇｏ，２００４：２１１），媒体再现（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包含了偏见（ｂｉａｓ）与刻板印象（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ｅ），民众希望媒

体清楚告知事实（ｔｅｌｌｉｎｇｔｈｅｔｒｕｔｈ）、准确（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反映灾害发生原因及呈现灾害过程真实图像，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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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播过程中煽情主义抬头、真实被埋藏、民众被有意识及有目的地欺骗（Ｆｒａｎｋ，２００６；Ｚｗｉｃｋｅｒ，２００６）。美

国９１１事件刚开始发生的三天内，电视新闻像是对一桩犯罪故事（ｃｒｉｍｅｓｔｏｒｙ）的报道，三天之后，逐渐

转向恐怖主义和维护国家安全等议题，从刑事犯罪摇身变成政治故事（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ｔｏｒｙ），从个人的、死亡

的伤痛情绪转化为全民的、团结的爱国氛围（ＭｃＤｏｎａｌｄ＆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２００４：３２７３４０）。巴顿批评媒体经常会

在符合自身喜爱政治议题上定义新闻并尝试控制社会意义的生产（Ｂｕｔｔｏｎ，２００２：１４６），从这个意义来说，

电视是一种隐形的“灾难机器”（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ｅｍａｃｈｉｎｅ）（Ｄｏａｎｅ，１９９０：２２２２３９）。

四、治理启示及政策意涵

在公众利益需求和价值取向日益多元化的今天，重大灾害的频频发生滋生了许多社会不稳定因素，

社会建构主义不仅能为灾害研究提供新视角，还能对灾害治理理念、结构、策略和方法提供重要的启示

意义（如表２）。

表２　社会建构主义视野下的灾害治理

离
灾
治
理

离灾理念 离灾制度 离灾措施

离灾优于防灾
防灾优于救灾

与灾难共存
与自然共生

机动性灾难应变
计划离灾标准

离灾人员认
证制度

离灾建筑
离灾地下室

离灾避难所
离灾收容所

逃生道
路网

消防防
灾设施

非结构式减灾战略

非结构式减灾上升为
国家战略

变更土地使用
与管理理念

倡导资本投资
与改善计划

探索财政金融工具
防御策略

确立多层次灾害保险
分担机制

建立风险管理机制

推广社区减灾理念 加强灾害认知教育 建设灾害数据库

风险治理 安全文化为基础 安全共同体为核心 “从容失效”系统为突破口

媒体治理
注重形象管理 承担道义责任 加强“观念分配”

调整话语表述方式 把握现代传播规则 运用现代传播技术

隐性灾民治理 灾民身份有效建构 合理界定灾民范围 特别重视隐性灾民

不公平结构治理 改善灾区社会结构不平等 改善政治分配不公平

（一）建构主义视野下长效“离灾”政策启示

建构主义认为错误的减灾、备灾和救灾方式是酿成灾害的主要原因，西方一些国家开始形成“离灾

优于防灾、防灾优于救灾”的新灾害治理理念。离灾是指在确认灾害发生的前提下，坚守“顺应自然”、

“与灾难共存”和“与自然共生”等理念为基础建构一套完整的灾害治理体系。离灾认为灾害损失增加原

因大多来自人为过失，通过解构人类不当行为而对灾害采取自然应变的方式。在２００４年印度洋海啸

中，安达曼群岛是海啸冲击最为严重的地方，外界认为他们已经毁家灭族，几天后当印度空军派遣直升

机去探个究竟时，竟然发现这些原住民几乎没有受到伤害，他们以极其自然的方式应对灾害，反而比那

些拥有先进科学技术的军队和居民更能经受灾害冲击。防灾无法防止意料之外灾害的发生，离灾则能

因为人们的合作而达到激励效果，在确保社会体系整体安全运行的基础上，即便意外灾害发生也能从容

面对。它提倡离灾意识、建构永续社区及灾后重建恢复原貌等原则，通过制定离灾标准、离灾人员认证

及机动性灾害应变计划等，同时配合修建离灾地下室、离灾建筑、离灾避难所、离灾收容所、逃生道路网

和定位消防等设施，促使人类与自然、人类社会内部和谐共存而达到灾害治理的最佳效果。

（二）建构主义视野下非结构式减灾政策启示

建构主义强调人们需要打破结构式减灾“神话”与“迷思”，主张更多地从社会角度进行非结构式减

灾治理，提倡从“工程减灾”向“社会减灾”、从“自然脆弱性”到“社会脆弱性”、从“管灾”到“管人”、从客观

到主观、从“硬减”到“软减”、从“技减”到“人减”、从事后被动保护到事先主动防护、从“人定胜天”到“与

灾害共存”、从刺激灾害潜在区域发展到抑制过度开发、从造成环境破坏到促进环境保护等重大转变，不

仅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也是提高传统减灾体系效率的有效切入点（如图３）。对于我国来说，通过

将非结构式减灾上升为国家战略、变更土地使用管理理念、倡导资本投资改善计划、探索财政金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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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御策略、确立多层次灾害保险分担机制、建立风险管理机制、推广社区减灾理念、加强灾害认知教育及

建设灾害数据库等措施，在社会发展与环境变迁之间积极寻找适应之道，才能最大程度减轻自然对社会

的反扑及冲击程度。

（三）建构主义与风险治理启示

建构主义认为风险治理要实现政治、道德和社会目标并对产生风险的社会要素进行深刻反思，它需

要突破传统的思维瓶颈，建立以“安全文化”为基础、“安全共同体”为核心及“从容失效”系统为突破口的

新的治理模式。首先，“安全文化”是指通过风险沟通方式（ｒｉｓｋ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将风险告诉民众并调

整其应对灾害方式，强调无论科学技术多么先进，总会遇到不可预测和不可抗灾害的发生，只有增加民

众对灾害风险的真正了解并采取积极行动，才得取得灾害治理的理想效果。在卡特丽娜飓风中，由于布

什政府风险管理能力不足，一场区域性自然灾害演变成包括经济稳定、社会安全和政府信誉的种种信心

危机。其次，需要建立“安全共同体”。建构主义认为有效的灾害风险管理是通过共同体而不是权力实

现的，政府部门和民间组织通过“公私协力机制”共担灾害风险，同时借助保险公司风险管理体系减少灾

害对社会的冲击。最后，建构“从容失效”（ｆａｉｌｇｒａｃｅｆｕｌｌｙ）系统，这是灾害风险管理发展的新形态和新趋

势，主张在面临压倒性灾害力量之前，建立当某一灾害超出所有可行性或可支付范围的弹性减灾系统。

在２０１１年日本地震海啸中，政府在汲取经验的基础上，决定面对复合型灾害和“剩余风险”的出现而探

索设立“从容失效”系统以降低灾害冲击。

（四）建构主义视野中媒体责任与灾害治理启示

灾害治理需要善于利用大众媒体对新闻传播深远的建构影响，充分发挥其积极功能而避免负面影

响。首先，媒体应承担灾害传播道义上的责任（Ｋｌｉｎｅｎｂｅｒｇ，２００２：１５１６）。格累那达认为有效利用媒体可

以服务地方社区、灾害工作者及更广泛的公共利益（Ｇｒａｎａｔｔ，１９９９：１０１１１７）。布卡拉指出现代灾害管理已

经把媒体当成伙伴，但通常由于媒体的独立性不太愿意成为其中一环（Ｂｕｒｋｈａｒｔ，１９９１：２０）。其次，大众媒

体“观念分配”能力加强。由于媒体对“灾害真实”建构发挥了多元、正面与负面影响交错在一起的影响

力，媒体需要传递正确的灾情和救灾信息，同时帮助社会各界从中汲取教训以获得正确的防灾、减灾、救

灾及离灾知识。再次，面对灾害例外情境的出现，媒体需要把握现代传播规则、利用先进传播技术和调

整话语表达方式以满足民众了解信息及政府治理需求，同时又能符合市场责任、社会责任和新闻价值等

不同层面的实践价值需求（Ｂｏｙｋｏｆｆ＆Ｊｕｌｅｓ，２００７：１１９０１２０４）。最后，人们常常质疑政治人物的救灾效率和

救灾能力，政府官员迫于媒体压力从事无益于灾害治理的“救灾政治秀”，迫切需要通过媒体加强形象管

理以摆脱“政治秀”和“泛政治化”质疑，媒体也要有意识避免类似情形的出现。

（五）重大灾害中“隐性灾民”治理启示

灾民的界定直接决定了政府和社会的治理范围，灾民概念是政府及法律系统建构出来的，灾民痛苦

虽然直接、震撼与强烈，但常常利用国家赋予的灾民身份与基层政府博弈，通过“诉苦”和“告贪”等途径

进行“有声”或“无声”抗争，以便索取更多重建资源。政府需要合理界定灾民范围，这样才能有效将灾害

风险控制在灾区内而不至于扩散到灾区外，这是灾害治理重点所在。政府对于“受灾户”的认定标准是

房屋全倒或者半倒、家有遇难者或者因灾致残者等，但“受灾户”不仅包括个人创伤，还包括“集体创伤”，

整个社区居民心灵都受到了冲击，他们都是受创者或称为隐性灾民，都有可能受“次生灾害”的冲击。在

灾害治理过程中，需要纳入这群常常被忽略、被遗忘和被建构的“隐性灾民”。隐性灾民还包括那些处于

高风险区域的弱势群体，他们由于缺乏设备、知识和训练而同样对于灾害十分敏感，政府和社会需要在

风险分析与评估基础上对这部分群体进行有针对性治理。

（六）不公平结构根源治理启示

政府需要对社会不平等和政治分配不公平进行全面治理，才能获得灾民、志愿者、捐助者和民众的

认同。首先，政府需要从结构面入手，把灾害发生的结构性根源解除，才能缓解灾害带来的社会冲击，让

社会重新回归正常。学者们虽然注意到了重建资源分配的不公平问题，但忽略了对社会不平等根源的

研究。其次，建构主义认为资源缺乏、贫穷、边缘化和不平等因素是社会脆弱性形成的重要原因，社会阶

·４３·



周利敏：社会建构主义与灾害治理：一项自然灾害的社会学研究

层越处于底层，受灾风险就越高，社会不公平是造成弱势群体易受灾害干扰的重要原因。再次，弱势群

体身份可能重叠，即便是弱势群体也可能因为年龄、性别和族群等不同受灾风险而存在很大差异，但这

种差异性往往被忽略了。最后，需要制定公平分配规则。政府在重建资源分配上具有很大主观判断成

分，常被民众质疑为政治秀或私心分配等。施耐德指出卡特丽娜（Ｋａｔｒｉｎａ）飓风暴露的最大问题就是美

国政府没有明确目标与资源分配规则（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２００５：５１５５１６）。

社会建构主义通过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系统之间的调适过程，并且探讨这一过程对公共政策的意

涵，有利于从个人主义和功能论传统方式向横向和纵深的现代治理方式转变。

五、小结：理论贡献与实践反思

在全球环境变迁、极端气候和自然灾害频发的威胁下，急剧变化的社会经济结构及复杂的社会技术

系统（Ｓｏｃｉ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出现了“共灵现象”，探讨新的、有效的灾害治理方法已然成为政府、社会

和学界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社会建构主义则为之提供了“范式转移”及“反省机制”。其理论优势是比

以往理论取向更具动态研究内涵，它将灾害视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长期互动下的“常态”过程，反映了

近年来欧美学术界在灾害研究上逐渐从分散走向整合、从单一视角迈向多元视角、从静态研究迈向动态

研究的新趋势。例如，这一理论范式有利于进一步深入推动芝加哥热浪研究，克兰纳伯格曾提出了一系

列令人反思的现实问题：为什么那么多人在热浪中孤独死去？为何他们不愿寻求街坊邻居的帮助？为

什么在高温中这些人仍然紧闭门窗？为什么死亡率在不同社会群体和不同社区有着明显的差异？各种

正式组织为什么在灾害面前是失败的？人们应该如何有尊严地活着？他从人口变化、文化演变、社会生

态和社会网络等层面进行了回答，其实这些都可以纳入到社会建构主义框架进行统一分析，让人们时刻

警惕社会机制对人类尊严的践踏和敷衍。同时，社会建构主义有助于将灾害研究从自然外部拉回到社

会内部，通过将灾害危险源、发生原因及形成结果都视为灾害相关者、文化、媒体与科技团体等利益群体

建构的，认为改变个人或社会应对灾害能力的历史、文化、社会和经济条件能降低灾害风险（Ｋｒｅｐｓ＆

Ｄｒａｂｅｋ，１９９６：１２９１５３）。它还有助于将人们从过去悲观受害者转为积极行动者，它不倡导“人定胜天”式的

盲目乐观，而是提倡尊重自然规律及约束人类自身行为以主动适应灾害。人类通过不断反省人与环境、

人与灾害、人与人之间的不当关系，把盲目、短视、不科学和不合理行为减少到最低限度，为人们重新认

识灾害、定义灾害、呈现灾害并努力战胜灾害提供了勇气和信心，进而有利于从灾害中谋求生存到人类

社会永续发展再到更加自信的生态现代化转向。

同时，它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缺陷，它在区分灾害内涵、类型、功能、应用及意义等方面并没有形成一

套严密的理论分析框架，在实践中运用它也存在着许多操作上的困难。而且相关的政策工具不易选择，

难与现行法制整合或力不从心，运行效果也难以彰显和确定。对于灾害与社会互构过程如何呈现及互

构机制如何形成等方面，它至今还没有给出明确有效的回答，导致在面对灾害困境时，学者、大众、媒体

和组织领袖受各自角度和利益诉求的局限而产生“灾害迷思”现象。此外，它忽略了在地的社会群体从

历史经验吸收灾害知识的事实，也使得灾害研究容易脱离现实并失去从这些传统知识汲取人类社会应

对灾害的灵感。它偏重于地方社会与世界体系的互动关系及背后隐藏的权力结构，也容易化约为权力

与政治的运作逻辑。最后，有可能导致对科学技术“滥用”的意识形态批判。这种激进的眼光容易导致

灾害科技成为社会附属品的可能。灾害科技在实践中可能会出现“失灵”现象，但它对灾害治理所体现

出来的重要价值和明显功能不能也不应否定。

尽管社会建构主义面临着上述挑战，需要在实践和研究中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但其所具有的巨大理

论潜力和实践张力却是毋庸置疑的，通过原因建构、话语建构、观点建构、过程建构、表现建构和结果建

构等六个维度初步形成了一套理论分析框架，突破了以往自然科学、功能主义与社会脆弱性等视角对灾

害与社会互动关系分析的局限，极大地拓宽了灾害社会学研究视野，能促使人们审慎思考传统灾害治理

的利弊，对于防灾、减灾和救灾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有利于在源头上扭转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关

系日益恶化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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